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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中国知网收录的教育惩戒主题的文献为语篇对象，运用文献分析法回溯研究历程，我国教育惩戒

研究经历了艰难萌芽、稳步发展、疾速繁荣、息鼓回落四阶段。研究主题聚类在：教育惩戒的内涵、教育惩戒权、

教育惩戒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教育惩戒的实施等方面。审视过往研究，发现存在研究的学科壁垒、研究动力不

足、实践关切不够等缺憾。未来研究应加强学科融合，深耕未尽问题，围绕“如何惩”，聚力理论建构和实践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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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Progress and Future Paths of Educational Discipline Research in China
———A review based on relevant academic literature

LI Xuejiao ，LIU Haimin
[Abstract]：Insights from literature analysis on the educational discipline theme in CNKI，using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o retrace the research history, the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discipline in China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the difficult sprouting, steady development, rapid prosperity, and the downward trend.

The research themes are clustered in: the connotation of educational discipline, the right to educational

discipline, the necessity and legitimacy of educational disciplin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discipline. Examining past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deficiencies such as disciplinary barriers to

research, insufficient research motivation, and insufficient practical concern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disciplines, deepen the unexplored issues, and focus o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improvement of "how to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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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惩戒是有关行为规训的现代表达，其原初形态是教育体罚。受现代教育思潮影响，旧的师道观念逐渐

消亡，体罚被驱出教育领坛，随之也带来教师权威的没落和对违规学生的失控，于是教育惩戒作为必要的教育

手段取代体罚被重新重视。反观整体研究进程，有关教育惩戒的研究已近三十年之久，教育惩戒经历了“质

疑———共识———权威”等阶段，其研究也发生了“价值澄清———立法呼吁———实践规制”的重心转换。教育惩戒

入法后，研究在 2020-2021 年达到高热，如今研究热潮正在褪去，却鲜见对过往高质量成果的总结文篇。借此之

际，观其来而知其往，厘清教育惩戒研究的历史进路，全面检视已有研究成果，明确未来研究的去路是理论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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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践之要。

一、数据来源与方法

以中国知网 CNKI 作为数据库，分别以“教育惩戒”“教师惩戒”“教育惩罚”“教育体罚”为主题词检索，不设

时间区间，共获得中文核心期刊文献 558 篇和 491 篇博硕论文，剔除无关文献后得到可用文献 1027 篇，经过二

轮人工筛选，最后获得与“教育惩戒”密切相关文献 820 篇。在此需要说明，之所以选取“教师惩戒、教育惩罚、教

育体罚”作为与“教育惩戒”关联的主题词检索，第一，教育惩戒研究是在对非法体罚的批判和对适度惩罚的呼

吁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在惩戒入法之前，惩戒与惩罚概念长期混用，要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教育惩戒的研究来路，

撇开体罚和惩罚的研究必是不成立的。第二，教育惩戒研究集中在中小学段，而中小学惩戒默认由教师实施，诸

多研究将教育惩戒等同于教师惩戒或教师惩戒权。本文以这四个主题词检索，扩大了检索范围，更全面地把握

了先前研究的成果。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第一步，利用文献分析软件 Cite Space 对检索的 820 篇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主

题分级、共现等可视化分析，确证所选文献全面且不偏离研究重点；第二步，借助 Excel 工具，依据研究的学科

视角和研究方法对文献二次分类，对所选文献进行研读、分析、归纳，择其代表性文献作出述评。最终纵向呈现

研究的时间进程，横向布列研究主题，深入挖掘我国教育惩戒研究的进路与前瞻。

二、纵向演进：教育惩戒研究的历史脉络

依据检索文献的时间跨度，我国首篇关于教育惩戒的文献发表于 1995 年，之后陆续有相关成果发表，年均

发文量在 10 篇以下。2004 年至 2018 年发文量呈波段增长，其中 2017 年达 27 篇，教育惩戒逐渐受到关注，与

教育惩罚一同作为教育概念或管理概念出现于学理讨论中。2019 年是转折性增长时间节点，《中小学教育惩戒

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的出台，使教育惩戒成为具有法定意涵的概念被广泛讨论，2020 年核心期刊文

献飙升至 82 篇，博硕论文在 2021 年达到 117 篇，此阶段研究有明显的政策内爆效应，堪称“繁荣期”。2022 年

后发文量断崖式回落，研究呈息鼓之势。

自我国以立法形式发出体罚禁令后，任何施加给学生身体和心灵的惩罚都会受到来自法制和师德的双重

痛斥。在赏识教育一边倒时，有学者肯定了惩罚的价值，提出了惩罚当入教育法典，并提出了“惩戒权”概念。[1]

但此时大量研究聚焦在屡禁不止的体罚现象，调查了如鞭抽、打耳光、谩骂、罚跪、心罚等 20 种体罚形式对学生

造成的极大危害，[2] 在师德失范行为调查中，体罚和变相体罚占权重最高。[3] 对此，教育行政部门严厉查处体罚

行为，体罚成了教师不敢触及的“高压线”。对体罚的全盘否定引出了“惩罚是否必要”的议题，大部分研究者持

否定态度。经历了相当长的争议期后，教育惩罚的必要性最终得到肯定，为教育惩戒的研究作了价值铺垫。进入

新世纪，有学者重新审视教师惩戒权，辨析了惩戒与体罚的本质区别，肯定惩戒权是教师的职业权利之一，[4] 自

此，教育惩戒受到关注。回顾这一时期的研究，在赏识教育、激励教育成为时尚的背景下，闻“惩”色变，我们在解

构教师神圣权威、张扬学生主体地位、建立新型师生关系的进程中，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这一阶段的研究以

“争议性”为主要论调，学界每一次为惩罚或惩戒正名，对其教育价值的肯定都会刺激对“体罚”的批判，教育惩

戒在一片否定泥淖中艰难萌芽，虽然惩戒与惩罚未作概念区分，但这一研究主题终于走进研究者们的视野。

2004 年至 2018 年，教育惩戒研究各方面稳步发展，主要表现在概念使用、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三方面。第

一，概念使用转换。由于教育惩戒与教育惩罚涵义交叠，二者长时间混用，前期以“惩罚”主题居多，2011 年后

“惩戒”逐年增加，直至 2019 年国家以立法形式统一了教育惩戒概念。第二，研究内容逐渐深入。前期大量研究

围绕教育惩戒的价值展开多角度理论论证，后期着眼实践困局，通过释义法律文本力证教师惩戒权的正当性，

并针对法律法规缺漏开启立法呼吁。第三，研究范式丰富。在本土的理论思辨和实证研究基础上，域外研究逐渐

展开，集中于美国和日本，研究者们对比各国各地区的体罚和惩戒政策[5]译介行为规范文本，[6] 发现相当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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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地区允许体罚，各国表现出较大的文化差异。但是大部分域外研究停留在他国经验介绍层面，少数研究

者能结合我国教育惩戒实际将经验本土化，提出有效的针对性治策。此阶段研究重点是澄清教育惩戒的价值，

从理论上为惩戒“去敏感化”，但也保持理性辩证的态度，在证实惩戒的价值时能警醒其有限性，[7] 研究进展缓

慢但平稳，有明显的渐进性特征。
（三）疾速繁荣（2019-2021 年）

2017 年《青岛市中小学管理办法》以地方教育规章形式提出“教育惩戒”概念，2019 年《广东省学校安全条

例》（草案）进一步规定了教师使用惩戒措施的条件。惩戒首次入法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展开了对地方立法的

“合法性”热议，谭晓玉客观中立地评价了《青岛市中小学管理办法》，她认为首次将教育中忌讳的“惩戒”入法，

可谓“重大突破”，但是，由于“惩戒权”无上位法律依据，可能涉及与上位法抵触之嫌。[8]2019 年 6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

权”。官方指示为教育惩戒研究提供了政策理据，随即相关研究彻底被引爆，核心期刊文献呈倍数增长。以劳凯

声等教育法学研究者为权威代表，澄清了长期以来对教育惩戒的种种误解，明确惩戒的价值、意义和功能，并从

惩戒权的性质和行使及相关立法设计与法律规制进行了全面且深入的探讨，[9]对整体的研究起到了正本清源的

效果，奠定了后续研究的总基调。2019 年 11 月 22 日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

稿）》，学者们从多维视角谏言献策，如申素平从立法的前提、目的、重点和难点绘制了立法的宏观图景，[10]秦鑫

鑫实证调查了中小学教师的惩戒现状、差异和影响因素，为立法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持。[11]2020 年 12 月 29 日，

教育部以 49 号令的形式发布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此时研究被推向“高热带”，呈高水平、精细化发

展态势。总的来说，地方立法和部门规章的权威色彩改变了教育惩戒长期“名不正言不顺”的困局，在政策的刺

激效应下，整体研究走向纵深，促成了研究的阶段性繁荣盛象。

仅从文献数量上看，研究自 2022 年起呈断崖式回落，但文献量在繁荣期已基本饱和，此时“量”的回落只是

浅显的外观，并不能反应“质”的同比下降。对此阶段的文献深入分析后发现，一方面，研究内容未尽。基于实证

研究，当前惩戒的落实情况与预期目标存在较大差距，其中制度不完善和家长的态度是重要阻碍因素。[12]针对

惩戒制度如何精细化，大部分研究者主张以校规为抓手的细则化本土路径，但也有建议采纳判例化的域外模

式，[13]可见实践困境棘手，理论也存在分歧。另外，影响惩戒实施的家长方面因素正在被重视，[14][15]但还未提出有

效治策。关于惩戒权的性质也仍无定论，如此种种新旧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澄清。另一方面，少数研究者的坚

守。政策刺激的短暂效应后，大部分研究者已退出，少数研究者坚守阵地，解决遗留痼疾，例如有学者从学理层

面辨明惩戒权的法律性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以下简称《教师法》）的修订提供参考。[16]

三、横向布列：教育惩戒研究的主题聚类

通过研究教育惩戒的内涵、教育惩戒权、教育惩戒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教育惩戒的实施回答了“是什么”“谁

来惩”“为何惩”“如何惩”四个根本性问题，廓清了教育惩戒的本质、主体、价值、规制四方面核心内容。

教育惩戒的概念。明确概念是把握问题本质的基本思维前提，对概念的不同表述反映了对内涵的不同理

解。劳凯声将教育惩戒界定为“学校、教师基于特别身份而对学生施加的一种教育措施，其目的在于借助适度责

罚达到戒除、矫正学生不合范行为的结果，帮助学生完成社会化的过程。”[9]任海涛认为教育惩戒是学校或教师

为了达到教育目的、避免失范行为再次发生，依法对学生违法违规的失范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的一种辅助教育

手段。[17] 胡劲松概括教育惩戒是学校或教师对违纪学生实施的旨在帮助其认识错误和矫正行为的负向干预措

施。[18]余雅风等认为惩戒即通过对学生失范行为实施否定性制裁，以避免失范行为再次发生、促进合范行为产

生和巩固的一种教育措施或手段。[19]《规则》将教育惩戒界定为“学校、教师基于教育目的，对违规违纪学生进行

管理、训导或者以规定方式予以矫治，促使学生引以为戒、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教育行为。”由此可见，学界与立法

表述基本一致，可以得出教育惩戒的核心内涵：即对学生偏差行为进行的一种否定性评价。[17]惩戒实施主体包

括学校和教师，目的为戒除、矫治某种行为，其本质是一种教育措施。

教育惩戒与体罚或变相体罚。体罚，字面意指为对身体的惩罚，认为对学生身体的惩罚或击打就是体罚，[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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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来自域外研究，美国部分州允许体罚，且对体罚程序作了详细规范，[20]因此，体罚具有合法性。显然，这

样的解释不符合中国现行的语境体系，我国法律允许惩戒，而对体罚一律禁止，欲辨明二者的合法性区别，需从

惩戒的“度”出发，余雅风等认为体罚是通过身体接触、使学生身体感到痛苦、严重的可造成学生身心健康损害

的惩罚形式，[19]一般认为“是否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是区分惩戒与体罚的重要标准。[21]劳凯声教授指明教育惩

戒与体罚二者具有明显不同的性质，体罚是以暴力手段造成学生身体或心理痛苦，导致学生身体受到损害的侵

权行为，因此体罚必须诉诸暴力，表现为直接的身体指向。[9]我国法律还设置了与体罚并列的“变相体罚”的禁止

性规定，但并无确定的内涵界定，学理上的种种解释实践指导力不足。在此值得一提，体罚作为一种久远、古老

的教育措施，自《礼记·学记》中“夏楚二物，收其威也”的告诫起，便使中国的教育与体罚脱离不得了。[22]虽然现

代法律禁止体罚，允许惩戒，但由于缺乏对二者的详细界分，在实施时极难把握“界”和“度”，因此常常导致认识

上的混乱，实践中出现了“滥惩”和“惧惩”的极端现象。

教育惩戒与教育惩罚。惩含有戒止、惩罚之意，惩罚也自然有处罚、戒责之意，罚所以示惩，故谓之惩罚；惩

戒则更明确地指向惩治过错，警戒将来，也指引以为戒，即以过去的失败作为教训。[23]552 从本义上讲，惩戒与惩

罚的基本含义是大体相通的，这也是造成两个概念长期混用的原因，本文统一使用惩戒这一语词，但在引文中

会保留参考文献中关于“惩罚”的原有表述，以示尊重。从字面直观感知，相对于惩罚，惩戒具有更明确的戒止、

警示之意，惩戒更强调所采用的否定性制裁的教育效果，注重其戒除目的的达成，而惩罚往往只关注负性强化

的取得本身。[19]从世界各国实践来看，“惩戒”一词用于法律概念，更多地适用于国家公职人员或者具有公职性

质的协会，正是出于惩戒的法律属性，有学者把教育惩戒研究等同于教育惩戒权研究。

教育惩戒权的性质。经学界对教育惩戒权的“权源”探析，形成了对惩戒权性质的三种常见解释。第一，权力

说。教师惩戒权是教师对有越轨行为的学生进行强制性管理的权力，[24]是国家教育权在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层面

的具体化，实质是国家授权教师在学校教育教学中管理学生的资格。[25]教育惩戒权的“权力”属性已得到学者们

的一致认可。第二，权利说。权利说认为教育惩戒权来源于教师的教育教学权和学生管理权，谭晓玉认为教师惩

戒权的实质是“教师管理权”。[8]不难发现，“权力说”是从教师的公职人员履行教学职责的角度分析的，“权利说”

则是从教师的专业性职业身份分析的，劳凯声教授认为教师兼具公务性和专业性双重属性，[26]所以主张教师教

育惩戒权兼具权力和权利双重属性，可概括为第三种学说，复合说。惩戒权是教师依法对学生进行惩戒的权力，

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教师的一种权利。[27]376 另外，有学者在双重属性说的基础上，又引入义务维度，认为教育

惩戒权则在某种程度上兼具“权力”、“权利”与“义务”的三重属性。[28]本文以为，教育惩戒权性质不明，根源在于

教师法律身份不明，学界有“国家公职人员”[29]“国家公务员”[30]“教育公务员”[31]等主要观点，但要完成教师惩戒

权的立法确权，要依赖《教师法》的修订明确教师的法律身份。

教育惩戒的种类。教育惩戒权的落实一般遵循国家—学校—教师三段式传导路径，由此创设出不同的惩戒

种类。研究者基于对《规则》的解读作出以下分类，第一，依据实施主体，分为教师惩戒和学校惩戒；第二，依据违

反的规范性质，分为纪律惩戒和学业惩戒；第三，依据轻重程度，可分为轻惩戒和重惩戒。[32]对以上教育惩戒种

类之间的关系，学者们有不同探讨，本文将其归纳为以下四种观点并以图示之（见图 1）。观点一：教育惩戒包含

教师惩戒和学校惩戒，学校惩戒又分为纪律性惩戒和学业性惩戒，[28][17]这一划分兼顾了不同学段。观点二：将纪

律处分和学业性惩戒都排除在教育惩戒外，教育惩戒仅包含教师惩戒和学校惩戒，[33][34]学校惩戒是针对略微重

于教师惩戒而又不构成纪律处分的违纪行为，此观点是基于《规则》规制的重心和《规则》条款的解读，如“学校

拟对学生实施本规则第十条所列教育惩戒和纪律处分的，应当听取学生的陈述和申辩”这样的表述，共计 7 处

均明确将教育惩戒与纪律处分作并列规定，可见教育惩戒并不包括纪律处分。观点三：教育惩戒包含学校惩戒

和教师惩戒，其中学校惩戒应包含纪律惩戒、学业惩戒与轻微惩戒。[35]观点四：对教育惩戒进行了广义和狭义区

分，狭义的教育惩戒与纪律处分、强制措施、教育矫治对应，广义的教育惩戒包括这些处分措施，[36] 涵摄了中小

学和高校惩戒。研究者们立足于不同视角论证了各自的观点，结合我国当下教育惩戒制度建构趋势，本文认为

第四种观点更符合教育实际又与现有法律体系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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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教育惩戒种类关系的不同观点对比图

教育惩戒的必要性。教育惩戒的必要性是经过学界贤哲们长期辩护最终达成的共识，对教育惩戒价值的论

证可以分为理论和实践两种路径。其一，多层次理论论证。首先，从概念考辨，“惩”是手段，“戒”是目的的观点受

到广泛认同，惩戒与教育本身的指导性一致，是保障教育目的与要求实现的条件，是对违背教育要求的一种告

诫与唤醒，是促进学生发展成为理性的道德存在者的必要手段，[37]惩戒的教育性意蕴被不断强调。其次，从教育

学理论中寻智慧，马卡连柯、涂尔干的教育思想肯定了惩罚的道德价值，道德教育的首要要素就是纪律，而惩罚

则是防止纪律丧失权威的手段。[38]教育惩罚是对道德违犯者的一种谴责性表达，并对遭破坏的道德权威加以复

原。[39]最后，从哲学理论中立证，从康德哲学中廓清教育惩罚的“训诫”意蕴和施加痛苦的本质，基于人不守法则

的“野性”和趋乐避苦的天性，恰证惩罚的必要性和有用性。[40]学生作为理性、情绪情感和欲望三位一体的未完

善存在，当其情绪情感和欲望脱离理性的驾驭与调适时，往往导致违规乱纪等不良品行发生，鉴于此，教育惩戒

成为纠正学生不良品行的有效举措。[41]其二，从现实问题论述。校园欺凌现象频发，多位研究者认为教师惩戒权

立法缺失导致校园欺凌的治理困难，[42][43]对一线教师而言，是否被赋予对学生失范行为进行教育惩戒的强制性

权力以及是否能够合理行使，不仅影响到其对自身职业地位的感知，也决定了其参与校园欺凌治理的深入程

度。[44]

教育惩戒的正当性。教育惩戒的正当性主要体现在惩戒权的合法性。因大陆法系的笼统特质，我国立法在

很长时期未对教育惩戒权明示，对体罚与变相体罚的规定也相当简略，使得学校和教师在实施惩戒时出现底气

不足或损害权益的两种极端。因此学者们不得不探析权源依据，从学理上确证教育惩戒权的合法性。其一，从来

源逻辑上推导，受教育权是作为教师惩戒权的后设来源存在的，也即为促进受教育权的实现，教育权（父母主

导→国家主导）得以建立，而教育权作为再生产性的权力，又通过授权性机制（契约→立法）直接产生了教师惩

戒权。[45]经社会发生从传统“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变迁，教师教育惩戒权从一种教化性权力转变为一种

契约性权力。[46]其二，从实定法律条文释义，教师依法享有教育权，其中内含着教育惩戒权，[47]认为教师惩戒权是

教育教学权的应有之义。[18]更有出于私权利“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理解，认为现行的法律法规没有禁止教育

惩戒行为，从这一点来看，教育惩戒应该具有合法性。[48]此外，有学者不局限于纯粹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还指

向国家制定法以外的正义、秩序与教育性的价值基础，进行了更广阔背景之下的合法性审查。[49]

教育惩戒实施的现状。大量实证研究显示我国教育惩戒的实施长期面临“滥用”和“惧用”双重困境。2006

年对 176 位初中教师调查显示，50%（88 人）对学生有过体罚行为，主要有打耳光、打嘴巴、用教鞭打手掌等，[21]

表现出“滥用”倾向。随着教师法治观念的成熟，过度惩戒得到了有效遏制，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2016 年对

中小学教师惩戒权调查的 903 份问卷显示，有 68.2%的人表示有“不敢惩戒学生，怕惹麻烦”的想法，[50] 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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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惧用”倾向。研究者们调查剖析了造成以上困境的原因，第一，立法不明。在《规则》颁布前，教育惩戒长

期缺乏法理依据，《规则》虽然明确了教育惩戒权的概念，为教育惩戒入法建构了总体骨架，但是也面临着规范

层级过低、使用标准模糊、配套细则不完善等多重困境，没有为教师行使教育惩戒权建构可操作的路径。一所小

学 42.07%的教师表示因为“没有可参照的具体实施细则和相关规定”，让他们在进行惩戒时会产生顾虑。[51] 第

二，家长态度模糊。在家长支持这一因素上，学生家长对教师实施教育惩戒的支持力度越大，教师教育惩戒的能

力就越高。[11] 一项对 4449 名家长问卷调查显示，80%的家长赞成对违规学生实施惩罚，[52] 但在另一项研究中显

示大部分家长支持正当的教育惩戒，但存在“心口不一”现象，这是当前教师不敢惩戒的重要原因。[15]第三，社

会舆论压力。舆论的“重负”成为教师选择放弃教育惩戒的重要原因，在一所小学的调查中，69.66%的教师认为

社会媒体的煽风点火使他们对惩戒产生顾虑，[51]社会舆论使教师惩戒权的行使频率大大降低，很多教师为了避

免不必要的麻烦，对学生的不轨行为选择性失明、偏向性失聪。[53]

教育惩戒实施的规制。针对以上困境，学界从法律和教育双边提出相应的规制策略。一方面，重在法制完

善。大部分学者将教育惩戒的实施困境归因为法之不明，法之不力，提出加快完善教育惩戒法制体系的各项举

措。劳凯声教授提出从国家立法、政府制定行政法规、最高法院等颁布指导性案例以及学校自主制定内部规章

制度四个层面来加强我国教育惩戒的规范化建设。[54]任海涛尝试从宏观的理论层面上初步构建起一套我国“教

育惩戒”制度体系，同时亦秉持“理论服务于实际”的导向，力图在微观操作上提供较为系统性的具体建议。[28]

此外，在立法层面，有研究者借鉴域外经验，提出界定和区分惩戒与体罚，是学校惩戒实现合理合法的理论与实

践中最为关键性的问题。[55]另有研究者认为仅仅依靠法律法规解决教育惩戒困局难以奏效，更应该回归教育本

真，因此，另一方面，旨在教育唤醒。教育学立场的研究更侧重对惩戒实施主体的行为规制，多指向师德规范。考

虑到师生关系的特点，教育惩戒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应在平等、对话和共生中实施。[56]有学者指出实践中的教育

惩戒时常出现漠视乃至损害人格的反德育现象，提出指向人格生成的教育惩戒应以爱的教育重构爱的秩序，[57]

警惕教育惩戒实施中的“为我”风险，即为教师满足需要的手段，教师惩戒急需明确“为他”的教育立场，其落脚

点在引导学生知错、认错和改错。因此，教师惩戒的重点不是为了“教师”而是为了“学生”，有着鲜明的“为他”的

教育立场。[58]

四、未来理路：教育惩戒研究的科学追踪

教育惩戒经历了质疑、共识，最终合法回归，相关研究的理论成就为惩戒实施提供了一定的前瞻性指导，但

研究也表现出部分缺憾，惩戒制度的架构和实践规制仍在路上，需要研究者们持续追踪。

对已有文献分类、分析发现，教育惩戒研究成果主要来自教育学和法学领域，法学领域的研究者倾向于把

教育惩戒当做一种“惩罚措施”，甚至将教育惩戒等同于教育惩戒权，重视这一权力的合法性和规范性，但对价

值归属关注极少。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将教育惩戒视为一种“教育手段”，更注重惩戒的教育价值和教育效果，

但往往缺乏法理思维。“法治价值观”与“教育价值观”的不同偏向表征出研究的学科壁垒，概念的归属问题就更

加凸显，教育惩戒属教育学、法学或其他？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研究主体加强联动。研究者应树立多学

科研究意识，跳出自己的学科框架，加强教育与法律乃至其他多学科之间的深层合作，以此丰富教育惩戒研究

的理论资源与学科视野，构建教育惩戒制度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加强教育法学学科建设。教育惩戒概念的教

育属性和法律意涵是显而易见的，归属任何一方都不能圆满。教育法具有跨部门性质，从现实困境出发，打架斗

殴、吸烟酗酒、敲诈勒索、校园欺凌、校园性侵等违规违法行为频发，从理论架构来看，教育法典化是必然趋势，

实践问题和理论完善都需教育法学的研究予以破解和规范。随着学科交叉融合的深入推进，教育法学学科的独

立发展能够弥补教育学和法学研究的裂痕，不仅能为教育惩戒概念提供学科归属，也能解决现有的很多教育法

律问题。

如前所述，教育惩戒研究热潮在近年大幅回落，研究已有停滞迹象。《规则》的出台使“戒尺”以合法的面貌

重回到学校教育中，给争论不休的惩戒权问题以定论，似乎没有继续关注的必要。反观实际，惩戒是否在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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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落地仍存疑，换言之，“戒尺”的回归不等同于科学的运用并产生预设效用，《规则》的出台只是提供了问

题解决的方向，问题要切实解决还需要研究者们持续深耕。其一，精细研究主题。《规则》以部门规章的形式为教

育惩戒制度建构了总体框架，也留出了较大的自由量裁空间，后续研究需要对《规则》中裁量事项具体化，为学

校和教师在作出惩戒决定时提供判断选择标准，也需要助力各级行政部门和学校制定实施细则或具体规则，例

如《天津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襄阳一中学生违规使用手机惩戒办法》。其二，破解遗留难

题。体罚与惩戒的界分是我国法律滞留的难题，教育惩戒权的性质也仍无定论，学界应加强体罚或变相体罚的

学理研究，明确体罚的内涵、判断标准、列举体罚的形式，推动立法廓清体罚与惩戒的边界，为惩戒权的行使排

除困障。同时，加强对教育惩戒权的学理解释，为修订在即的《教师法》提供学理参考，推动完成对教师惩戒权最

终的立法确权。

《规则》为惩戒权的行使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加之如校园欺凌等违纪行为频发，教师逐渐改变了不愿惩

的态度，但又面临对惩戒的方式和尺度难以把握的新问题，教育惩戒的研究重心也从“必要性争论”转向了“操

作性困境”，有关教育惩戒的实践规制是未来研究的追踪方向。一方面，加强实证调查研究。已有研究主要有解

释主义研究、实证主义研究和比较研究三种研究范式，实证研究数量在总体研究中占比偏低，集中在调查教师

对惩戒的认识和实施情况。在实施困境背后，暗含着家长、学生、舆论等多重因素，实证研究应从多方视角深入

挖掘各因素的地域差异、群体差异，深入实施困境的原因解析，为惩戒实施细则制定提供依据。另一方面，提升

研究的实践指导效用。惩戒的规制目标是如何科学地实施惩戒，即在行动中把握惩戒的“界”与“度”，不损害学

生权益同时达到“戒除”的目的，促进学生成长。教育惩戒研究最终落在“惩戒”这一行为上，聚力实践改进，研究

既要关注惩戒实施程序的法理性，也要兼顾惩戒的情境性和人文性，平衡惩戒过程的合法性和惩戒结果的教育

性之间的张力，强化研究教育惩戒的适切性和可操作性，使教育惩戒科学发挥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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